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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系列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展现中

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强文化传承之根，固文化自信之本，《考古学报》积极策划文明

起源研究专稿，以期促进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期专稿分析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

中原文化的发展，探索文化格局的演变，阐释中原地区文化交汇的地理优势。今编发付梓，以

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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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原
———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

戴　向　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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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一　中原的概念及中原文化区的由来

中原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广义

的中原包括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晋南的运城－临汾和长治－晋城地区、陕甘渭河谷地、汉水

上游，可称“大中原”。大中原又可分为两个核心区域，一个是环嵩山地区的“中原腹地”，另一

个是包括关中东部、运城－临汾和三门峡地区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图一）。

考古学中的中原文化区多指广义的中原，即“大中原”。这种范围的界定是老一辈学者早

就提出的。如苏秉琦所划分的“六大区系”之一，就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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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原文化区及其两个核心区域分布示意图

　
仰韶文化分布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原“大致西起甘肃东部，东至河南中部的郑州，中间穿过陕西

关中（渭河盆地）”，“宝鸡－郑州间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带”，并在上述范围内进一步划分

出中区（宝鸡－陕县间）和东区（洛阳－郑州间）〔１〕。与此类似，严文明所划分的中原文化区

也是“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但外围似乎更大些，囊括了陕西、山西、河

南、河北的大部分 〔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没有将中原腹地视为史前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区

域，而是定位在陕晋豫邻境地区。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原文化区的理解恐怕仍然不尽相同，对中原文化区的范

围、结构和变化过程也没有达成一致而清晰的认识。此事关涉到对中国史前和青铜时代文化

格局的整体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趋势形成的认识。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

上 〔３〕，结合近些年的新成果，再次系统梳理、重新审视黄河流域，主要是黄河中游新石器至青

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格局的动态变化过程，对中原文化区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以及在中华文

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尝试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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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格局的演变过程

（一）裴李岗时期

在史前农业初步发展成熟、人群开始普遍定居的早期阶段，即通常所说的裴李岗时代，黄

河中游主要存在着三大考古学文化，从西到东分别是分布在秦岭南北即渭河和汉水上游河谷

的老官台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分布在河南大部的裴李岗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侧即河北中

南部的磁山文化，这三个文化的分布地域实际上就构成了大中原区的主要部分，奠定了中原文

化区的基础。其中，位于中原腹地的裴李岗文化无论是聚落数量反映的人口密度与规模，还是

聚落、墓地布局展示出的规划与秩序，都远胜于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显示出更繁荣、更成熟

的氏族社会形态。此时中原大部分地区种植的是黍、粟等旱地作物，但偏南一线即淮河上游的

各支流等区域，稻作农业似乎占有更大比例。

（二）仰韶早期

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大中原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兴起于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

开始向西扩展，影响到了太行山东、南麓和嵩山一带，中断了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传统，并

以豫北冀南为中心演化出了后冈一期文化。该文化除吸收了一些磁山、裴李岗和半坡文化的

因素外，其大量的釜、鼎等陶炊器源于北辛文化，两者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后冈一期文化形

成后向南、北和西面都有很大范围的传播扩散。向南直接到了嵩山南北的豫中地区，并且在这

一带与西部传来的半坡文化相交错、遇合；往北传播到了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岱海－黄旗海一

带的山地高原区；再往西则渗透到了晋中北及河套地区 〔１〕。与此相对照，西部的渭河流域在

前期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同时深受裴李岗文化影响而演化出了半坡文化。半坡文化形成后，

逐渐向四周扩散，西抵陇东，东达豫中，南至汉水上中游，往北则从晋南一直绵延到陕北和内蒙古

河套地区，在这里半坡与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共存。其中，往北、往西朝黄土高原的扩散最明显。

在中原腹地，半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彼此交融、混合共生。例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早期

遗存就兼有两者的特点，但以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为多 〔２〕。值得注意的是，早先的裴李岗文化

在本地区没有直接的后继者，土著文化的衰微与东西两面外来文化的侵入形成鲜明对照，中原

腹地此后长时间落入低谷。另外需提及的是，在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此期偏早阶段还分别存

在着枣园文化和零口文化，两者其实大同小异，并有相似的渊源，除了承袭老官台文化和裴李

岗文化的一些因素，还接受了东面北辛－后冈一期文化的一定影响。其后零口文化直接过渡

为半坡文化；在晋南稍晚出现的东庄类型，则是西部半坡文化向东扩展、与当地枣园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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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形成 〔１〕。总之，贯穿仰韶早期阶段，整个渭水流域到晋南豫西皆经历了一个半坡化的文

化趋同过程。

概言之，仰韶早期的黄河流域，主要分布在黄土地区的半坡文化与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的

北辛－后冈一期文化呈现为西、东并峙的二元结构。若从颇具代表性的陶炊器看，凸显出以平

底罐为代表的文化系统与以圜底釜－三足鼎为代表的文化系统的分野。这一分野对以后黄河

流域文化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中心区，实际上就是北方旱作农业

早期发展过程中，在黄河中下游气温、降水和土壤条件优越的河谷、平原地带，所形成的两个经

济和文化发达的区域。后冈一期文化因受北辛文化强烈影响而形成，其面貌与半坡文化相比

也是大相径庭，故此不宜再将其纳入“大仰韶文化”范畴之内。

（三）仰韶中期

接下来的仰韶中期，由半坡文化演化出来的庙底沟文化空前繁荣。该文化的初兴之地在

晋南豫西，主要源自半坡文化的东庄类型 〔２〕。从遗址数量、分布密度和拥有较多大型中心聚

落等方面看，最发达的区域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在内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庙底沟文

化兴起后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囊括了整个黄河中游以及上游和下游的部分地区，大大

超过了此前半坡文化的范围。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南至汉水上中游，往西北远达甘肃中部，往

东一直覆盖到太行山东侧一带。原后冈一期文化在这股反向的西风东进的浪潮中被取而代

之，半坡、后冈一期文化分布区此时都转化成了各具特色的庙底沟文化诸类型。尽管分布和影

响的范围广大，但庙底沟文化的主体和最繁荣的区域仍主要在黄土地区，太行山东侧到嵩山一

带及秦岭以南只是其“外溢”部分。因此可以说，包含半坡－庙底沟及其后续文化的所谓“大仰

韶文化”，实则是黄土的儿女，其形成与传承显然与本地区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

仰韶中期整个黄河流域主要是黄土高地的庙底沟文化与海岱低地的大汶口文化西、东并

峙的二元结构。中原腹地在仰韶早中期都处于这两个核心文化区的边缘地带，自身特色不强。

大中原区，以及整个黄土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区域，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南端，即陕晋豫

邻境地区的河谷地带，具体就是汾渭盆地和豫西与晋南间的“黄河走廊”，也许还可以算上伊洛

盆地。这一带肥沃的黄土台塬、河谷阶地和冲积平原，既适宜旱作农业种植，又存在少量稻作

生产，还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为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多种生业资源。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仰

韶中期随着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外部食盐的补充成为人类生存发展之必需，而天

然结晶生盐的运城盐湖，作为中原乃至整个黄河中游最大的产盐地，能够提供丰富、稳定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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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资源，这很可能成为该地区人口增长、财富积累并导致等级分化、文化与社会相对发达的重

要因素 〔１〕。上述几种要素的综合，使得陕晋豫邻境地区与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某些环境优

良的地区一道，成为史前中国最早产生社会分化、并形成复杂而发达的区域社会组织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文明萌芽、曙光初现的地方。

（四）仰韶晚期

到了仰韶晚期，这种大范围文化统一的局面骤然瓦解，各地特色凸显，而且文化与社会发

展的重心也发生了偏移。在原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出现了许多各具特征的文化类型，包括

渭河流域的半坡晚期－泉护二期类型，晋南豫西的西王村类型，晋中的义井类型，河套及左近

的海生不浪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等。实际上，除仰韶核心区即

关中至晋南豫西仍保留有较强的仰韶特色，其他诸类型都可单立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者也

可称为“大仰韶文化”概念下的亚文化。随着庙底沟文化的分化瓦解，此时东风西进再占优势，

大汶口文化在黄淮之间开始向西扩展，对中原腹地产生强烈影响，与本地原有文化相结合，在

环嵩山地区孕育出了大河村文化（或称秦王寨文化）。该文化仰韶色彩趋于变淡，中原腹地又开

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呈现出繁荣景象。另外，此时在甘青地区，从仰韶晚期文化中脱

胎出来的马家窑文化，迅速向河西走廊、川西北和宁夏南部等周边地区散播。黄河中上游文化格

局的剧烈变动表明，随着仰韶人群的迁徙扩散、环境变迁以及人们的适应性改变，在不同环境中

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并突出体现在日用陶器、房屋建筑、埋葬制度等

要素中。可以说，此期整个黄河中上游，包括大中原地区，各地文化走向了相互分离的状态。

与文化格局演变同步，仰韶晚期社会格局也发生了巨变。原本发达的陕晋豫邻境地区的

发展势头有所衰落，罕见大型聚落；其东边的环嵩山一带即豫中地区及位于泾河和渭河上游的

关中西部到陇东地区却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这两片区域虽分属平原和高原两种截然不同

的环境，但此期不仅聚落数量有显著增长，在东部的郑州和西部的宝鸡、天水、庆阳等地，还发

现了多处规模大、结构复杂、有大型高等级建筑的中心聚落，如巩义双槐树 〔２〕、扶风案板 〔３〕、

秦安大地湾 〔４〕、庆阳南佐 〔５〕等，其中以南佐遗址最为突出。显然，在这些地区应该存在多个

复杂的地域性社会组织，有的可能还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导致此种格局发生变动的原因，还

有待进一步深究。

（五）庙底沟二期

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仰韶时代结束，大中原及整个黄土地区都进入了广义龙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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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阶段。黄河中上游的考古学文化一方面仍持续了多元分立的局面，另一方面庙底沟二期

文化的兴起又开启了新一轮“分久必合”的发展趋势。该文化受到持续增强的大汶口文化西进

浪潮的冲击，出现了这种空三足器，并开始流行鼎，形成了鼎、、釜灶等一套独特的炊器组

合，整体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庙底沟二期文化从晋南豫西兴起后，很快往西、往北冲

击到整个渭河和汾河流域，原来仰韶文化发达的区域此时都表现出浓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

特征。同时，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也受到该文化影响，这一带在阿善文化基础

上兴起的老虎山文化普遍流行单把釜形或罐形，应该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向北传播、衍

变的结果。

此时黄河中上游文化与社会的兴衰变化再次发生逆转。陕晋豫邻境地区特别是晋南再次

趋向繁荣，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在较晚阶段，以陶寺早期一批权贵大墓为代表的社会集团，

受到东方大汶口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开始崛起 〔１〕。而此前东、西两边兴盛一

时的豫中和关中西部到陇东地区，这时分别转变为大河村文化晚期、案板三期遗存和常山下层

文化，各自的发展势头都有所回落，遗址数量减少且罕见大遗址。太行山东南侧的豫北冀南地

区，继大司空文化之后更是急剧衰落。北方晋陕蒙高原在庙底沟二期阶段持续发展，虽出现一

些石城址，但缺乏大型中心聚落，尚未兴旺起来。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虽有较多的遗址

和发达的彩陶，但没有迹象显示出现了大规模的复杂分层社会。

总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大势，就是西北甘青宁地区马家窑系统的文化，陕晋

豫地区庙底沟二期系统的文化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北方高原的老虎山文化，还有东部海岱地区

及黄淮间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三大系统并立共存。由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持续扩

张的冲击，夹在两者之间过渡地带的中原腹地再次陷入低谷，大中原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

心，重又摆动回到了陕晋豫邻境地区，尤其是晋南。

（六）龙山时期

龙山时期持续并加剧了此前的变化趋势。首先在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范

围广大的“鬲文化系统”，包括以双鬲和矮体单把鬲、斜腹盆形、等一套炊器为代表的北

方高原的石峁文化 〔２〕，以高体单把鬲和罐形等炊器为代表的西部的客省庄文化，以及它们

南下、东进于晋南豫西交汇，并与来自中原腹地的王湾三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陶寺－三里桥

文化。此外在西北甘青宁地区，先是有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之后还有一个逐渐取而代

之，以平底罐为主、兼有鬲和的齐家文化（鬲和等三足炊器显然来自相邻的客省庄文化）。

马家窑－齐家文化可以自成一个文化圈，实际上是从黄土高原向西延伸、分立出的亚文化系

统。与西北高地这两个系统并峙的，则是分布在我国东南广阔平原、丘陵地带，几乎覆盖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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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鼎文化系统。在大中原区的东部，环嵩山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繁

荣发展，自身特色增强，它与海岱龙山文化之间分别形成了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的

造律台文化等颇具混合特征的文化，这些文化虽然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西边的因素，但总体上都

可归属于东部的鼎文化系统。因此可以说，龙山时期黄河流域仍是三大文化系统并立的格局。

由上可知，在包括庙底沟二期在内的广义龙山时代，大中原西、东两部分，分别属于西北部

的－鬲文化系统和东南部的鼎文化系统。其中，鬲文化系统的形成，应该与龙山时期羊、牛

等家畜从西域传入，从而改变了黄土地区的食物结构和炊煮方式有关；而传统更加久远的鼎文

化系统的形成，则很可能与东部低地稻作和稻粟混作的经济与炊事方式有关。

在东南低地的鼎文化圈内，先是江汉平原，然后是中原东部到海岱地区，先后出现城址林立

的现象，反映出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丘陵地带，由于众多社会集团彼此竞争加剧，导致频繁的战争

冲突，从而形成了“城邦林立”的局面。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于尚未确定的原因，长江中下游

和海岱地区先后衰落，中原腹地则尚未出现能够统领群雄的“大邦”。据目前材料，龙山时期真正

强势兴起而发展出早期国家水准的社会、能够代表当时东亚最高发展水平的，是持续兴盛的晋南

的陶寺集团和新兴的陕北高原上的石峁集团，两者都是黄土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结晶。

至于海岱龙山文化，以及大西北的齐家文化、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突然兴起的宝墩文化，它们在各

自社会发展鼎盛期所达到的高度，目前皆受限于考古发现而尚不能做出准确判断 〔１〕。

（七）夏商周时期

在中原腹地，真正迎来历史上发展的高光时刻，就是始于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的诞生。二里头

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外围还包括晋南和陕西关中东部，差不多将大中原的两个核心区域都囊括在

内。它的兴起蚕食掉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多个分布区。这样一种分布格局，即将中原腹地与陕晋豫

邻境地区统一成一个文化区，继庙底沟文化之后这还是第一次。与之前相反，这次统一的力量来自

中原腹地，而且不仅是文化上的趋同，更可能是作为一个国家政体的统一，彰显出中原的真正崛起。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晋南运城盆地的区域系统调查 〔２〕、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掘 〔３〕，

反映出龙山之后的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都骤然衰减，到殷墟时期更是遗址稀

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陕晋豫邻境地区，与中原腹地夏商王朝中心区遗址密集、“都邑聚”多

等级结合的聚落形态形成强烈反差。这表明，整个夏商时期，中原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中心已从

西部黄土地区迅速转移到了东部的环嵩山地区，且重心不断向东推移。从晋南看，此种情况的

发生当与夏商王朝对本地区的征服有关，而这种征服、控制又与新兴王朝对晋南盐与铜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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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资源的追逐密切相关 〔１〕。

夏商时期，海岱地区经历岳石文化的衰落后逐渐被商文化所覆盖，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持续

衰退后又局部复苏。位于半月形高地的燕辽、河套以及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诸文化表现

出程度不同的繁荣景象；尤其是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展现出炫

目的光彩和辉煌的成就。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地域文化都没有达到中原夏商文化

的发展高度。中原王朝庞大且布局有序的都邑、复杂而高级的宫室建筑、奢华的贵族墓葬，青

铜器、玉器等所蕴含的复杂的器用与礼制，这些所显现出的综合性的文明成果，是所有上述诸

文化（社会）都不能比肩的。

夏之后，商起于北，周兴于西，它们先后经过逐鹿中原而定鼎中原，并将统辖范围不断扩

大。商、周都源于“鬲文化”系统，它们的崛起与扩张彻底改变了自仰韶晚期以来中原腹地长期

为“鼎文化”所笼罩的传统。与之同步的是羊、牛、马等大型食草家畜也逐渐成为中原腹地重要

的肉食资源，其中牛、马还被大量用于畜力牵引，其食余骨骼则成为手工制品、占卜用具乃至文

书载体的重要原料。夏、商、周的创建者各自属于不同的族群，但彼此间在文化上又有密切的

亲缘关系，尤其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上层贵族的礼制方面，三者更是一脉相承。

西周时期，随着“小邦周”灭“大邑商”，起于周原的周人以关中西部为核心向东拓展，通过

分封带动了晋南豫西和其他各地的复兴，又通过建立成周洛邑加强了对中原腹地的控制。如

此，周王朝的崛起不但使得陕晋豫地区再次成为核心区域，并将这个核心区扩展到了关中西

部，而且通过进一步整合中原腹地，将大中原融合成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经夏商周三代的

接力、传承与不断开拓，大中原区真正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自此也确立了中国早期历史

上“华夏”与“四夷”的分野。

三　对中原文化区的再认识

如上所述，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大中原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区域，一是西边的陕晋豫邻境地

区，二是东边环嵩山周围的中原腹地；两个核心区之外还有多片与之关系密切的其他区域（图

一）。这样的界定与前述苏秉琦所定义的中原文化区的二分结构基本相符。苏秉琦和严文明

都强调陕西关中、豫西和晋南为史前中原文化区的中心，本文的认识也与之相近。另需说明的

是，本文将秦岭南侧的汉水上游划归大中原文化区，是因这一带前仰韶和仰韶时代的文化面貌

与关中盆地基本一致，龙山时代有限的考古资料也表现出浓厚的中原龙山文化的特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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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河南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也与中原关系更密切，而不宜划入其他文化区。夏商周时期

大中原的文化面貌更是越来越趋同。

陕晋豫邻境地区处于四周高原、山地和大河所环绕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从老官台文化到仰

韶各期文化，再经庙底沟二期到客省庄和陶寺－三里桥文化，发展脉络比较清楚。该地区在新

石器时代呈现出比较发达的面貌，只是有时发展重心会在不同的小区域里转移。

中原腹地则处于相对开放的环境，在新石器时代受到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强烈影响，但不

时也会显露出一些自身特色。比如前仰韶时期有繁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晚期大河村文化有

自身特点，龙山时期王湾三期文化独特性进一步凸显，区域特色如草蛇灰线，不绝如缕。本地

区在新石器时代不算很发达，到夏商时期中原腹地终于汇聚四方精华并摆脱了周边的束缚，发

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

总体看，新石器时代的多数时段里，大中原相对发达的区域都偏向西边，即黄土高原南部

的河谷地带。或者说，中原西部的渭水流域和晋南豫西其实是黄土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中

心区域；中原东部的环嵩山地区则主要是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与边缘地带，自仰韶晚期以后受

东方海岱文化影响更多些。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史前的大中原西、东两部分经常

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且格局多变，总体上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独立、统一的文化区。

然而，如果就此说“史前无中原”，则又显得过于简单、草率。换个角度看，史前中原区又确

实存在，那就是黄河中游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最充分、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各小区域彼此交

织、关系最密切的地区。

中原不像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其他几个文化区那样，始终有一以贯之的近

于单纯的文化发展谱系，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各时期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融

合，又使得大中原区的文化通常会表现出许多共性。到龙山时代中原内部各文化的相似性进

一步增强，彼此结成了一个亲缘性很强的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有学者统称之为“中原龙山

文化”〔１〕。到二里头及以后的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无论源于何处，最终都以独立、核心和引领

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将大中原统一为一个整体，共同缔造了华夏族群，确立了中原在

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上的中心地位。

另外，进一步说，只有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环嵩山地区统归为大中原文化区，我们才能在

恰当的尺度上把握中原与周边其他文化区的区别与联系、确立史前和历史早期文化区的分布

格局。反之，如果不突出中原文化区，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划入北方文化区，将环嵩山地区划入

海岱文化区，显然都不合适，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假如将大中原的东、西两个区域

分开，只以其中一个区域代表中原文化区，也是不合适的。如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及周边作为唯

一的中原文化区，而排除中原腹地，这显然是难以被人接受的，那样的话中原腹地该何以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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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况且两者间在史前始终关系密切，稍晚中原腹地又是夏商王朝的核心区域。同理，如果排

除陕晋豫邻境地区，只以中原腹地及周边作为中原文化区，这在史前和早期历史上都是不妥当

的，因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时段里该区都属于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边缘、交汇地带，算不上是一

个稳定、独立的文化区；而在后来的周秦汉唐时期，更不可能脱离首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只讲洛

阳－郑州地区为中原。因此，从史前到三代早期，总体上看，陕晋豫邻境地区与环嵩山地区之

间存在着彼此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将这两部分及附近区域合起来统称为大中原文化区，无论

从哪方面考虑，都是最合适的。

四　中原的区位与经济、文化特征

中原的地理环境、区位特征，塑造了其特有的人文地理和经济、文化格局，进而影响到社会

的整体发展。中原文化区及其东、西两部分，总结起来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征。

首先，中原西部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属于广义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地处其南部河谷低地；中

原东部的环嵩山地区既是黄土区延伸的东端，同时也是华北平原的西缘，属于两者间的过渡地

带。太行山东侧至嵩山，再与秦岭山脉东端连成一线，属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也

就是中国自然地理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后来被视为天下之中、夏和早商都城所在的洛阳－

郑州地区，恰好处于这个过渡地带和分界线附近。其实，整个大中原区都可看作是从高原山地

向平原低地过渡的区域，其河谷阶地、平原丘陵兼有东西两边地理的特点，在史前晚期和历史

早期物产丰富，具有一些独特的环境与生态优势（图一）。

其次，中原为黄河中游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区域，史前到青铜时代东西两部分都以旱作农业为

主。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两个区域都形成了以粟为主、包括少量黍和大豆的旱作农业体系，

同时还兼有一些水稻种植，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小麦的种植有所增加 〔１〕。其中水稻在各期的许

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多数情况下数量较少、比例较低，并非主要作物。但在关中、豫西和中原腹

地，尤其是黄河以南地区，少数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比例较高，很可能与遗址微地貌和水资源环

境有关 〔２〕。较容易理解的是，越往南稻作所占比例越趋于增高，反之越往北稻作越偏低。这种

旱稻混作的农业种植模式，除了中原，其实也是东方海岱和黄淮间特有的经济形态 〔３〕。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中国大部分农区的肉食资源主要来自家养动物，特别是家猪。但自

龙山时代开始，从西亚经中亚传播而来的绵羊、山羊和黄牛，逐渐扩散到我国西、北部的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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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北方和西北文化区内，龙山后期许多地方羊和牛数量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家猪，成为主要的

肉食来源，其中北方高原的这一变化过程已有较充分的资料可资说明 〔１〕。在陕晋豫邻境地区，

大型聚落内羊和牛的比例也在明显增长。如陶寺文化晚期绵羊的数量激增，与猪的数量几乎相

当，如果加上牛则超过家猪 〔２〕；绛县周家庄龙山期动物骨骼的统计结果表明，羊和牛合计的比

例也超过家猪。可见龙山时期在整个黄土地区，绵羊、黄牛的饲养和利用已经普及，这些外部输

入的大型家畜，使得原本农业略显微弱的黄土地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是促使龙山时期陕北和晋

南等地人口增长、文化与社会兴旺发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以推断，在特定气候与适宜的局地

环境中，大量增加的家畜与河谷、台塬发达的粟黍农业相结合，促进了人口与财富的增长和集中、

社会分化的加剧，并最终为石峁和陶寺代表的早期国家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条件 〔３〕。到

了青铜时代，随着这些家畜进一步在中原腹地的大量饲养和利用（或许还有部分来自黄土高原的

输送），畜牧业可能也成了中原王朝得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

再次，由于地理环境、生业经济的一些差别，导致东、西两个区域的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在

考古遗存上直接体现为陶器形态、种类和组合的区别。仰韶到龙山时代，中原腹地及其以东、

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以鼎为炊器，以鼎、豆、壶、杯、、盆、钵、罐、缸等为基本陶器组合。西部

陕晋豫邻境地区及其连属的黄土高原，仰韶时代以罐等平底器、龙山时代以－鬲－等空三

足器为主要炊器，基本组合中还包括瓶、盆、钵（碗）、杯、罐、缸、瓮等。可见炊器是区分不同生

态系统中文化差异的最显著标识物。商周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向外扩张和渗透影响，以鬲

为主要炊器的商周文化不仅覆盖了整个中原，而且使得原本流行鼎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等

广大地区，也都逐渐以鬲取而代之。此种文化格局的转变有力地证明，青铜时代的中原文化强

势崛起，辐射大半个中国，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主导力量。

东、西两部分及各自所连属的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在房屋建筑等方面有同有异，既是因

地制宜的结果，也受到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整个黄河流域都以半地穴

式单间房屋为主，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东、西分异就明显了。东部鼎文化区，包括中原

腹地，自仰韶中期、大汶口早期以后，除了半地穴式，开始较多出现地面式建筑；大河村文化、大

汶口文化中晚期以后，直到龙山和夏商周时期，地面式房址逐步变成主要的建筑类型，其中多

开间房子逐渐增多，而且高等级的排房常建在夯土台基之上。

在西部黄土地区，适应黄土深厚、直立性强、便于掏挖、环境干燥等特点，新石器时代始终

流行穴居的房屋形式，并辅以少数地面式建筑。从前仰韶到仰韶时代，普通房屋主要是半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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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浅穴式单间建筑，仰韶晚期开始流行窑洞式房子，到龙山时代窑洞甚至成了黄土高原的主要

房屋类型 〔１〕。但自仰韶晚期之后，直到龙山乃至后来的历史时期，黄土地区的高等级大建筑

基本上也都是建于夯土台基之上的多开间房屋。可见，各地宣示贵族富贵、威仪的高级建筑，

都有高大、宽敞、华丽、气派的共同特点，而且大多呈现为“宫殿”般的封闭式院落，以营造一个

具有神秘、崇高感的独立空间 〔２〕。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流行的夯土筑造技术，很可能起源于陕晋豫邻境地区。目

前所知早期成熟的夯筑技术始见于仰韶中期，仰韶晚期以后很快扩散开来，中原腹地的巩义双槐

树 〔３〕、泾河上游的庆阳南佐 〔４〕都有大型夯土建筑。到龙山和青铜时代，除了黄土地区和中原

腹地的高级建筑普遍使用夯土，夯筑技术还进一步延伸到了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和黄淮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东、西两部分，史前大型中心聚落的防御设施存在不同的形式。按已知

资料，陕晋豫邻境地区从仰韶到龙山皆流行环壕聚落，甚至龙山时期的大型聚落也主要以宽壕深

堑来环护，例如近年发掘的绛县周家庄 〔５〕、沁水八里坪 〔６〕、西安太平 〔７〕等几处大遗址都是如

此，这显然是黄土地貌条件下一直延续下来的因地制宜、简便而又实用的防御措施。而中原腹地

则同东部海岱和黄淮平原一样，龙山时代流行高耸于地面之上的城墙，城壕结合，是适应平原区

地貌特点的表现。到青铜时代及以后，整个中原大型聚落、城址的防御设施逐渐趋同。

最后，作为一个整体，中原文化区处于中国史前八大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周围分别被黄河上

游的甘青区、中游北部的北方区、下游的海岱区，东北的燕辽区，以及长江上游的巴蜀区、中游的

两湖区和下游的江浙区所环绕，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向心结构”〔８〕。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特

征是其他文化区所不具备的，也是这个看似松散的史前文化区，在其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能够成为辐射四方、聚合统一的大中心所具备的一个区位优势。

五　青铜时代中原崛起的密码

接下来需要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原腹地自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一直处于东、西两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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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的交汇处或边缘地带，为何到二里头时代却一枝独秀，开始以独立、核心、引领的姿态登上

历史舞台；其后大中原为何能够继续成为商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并逐渐聚合为一个整体，进而成

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区域？其间东、西两部分从边缘或区域中心转变为整个中华文明的中

心，奥秘何在？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可资说明。

其一，夏商到西周，中原的崛起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持续衰弱或相对落后，是彼此共生而又对

比强烈的现象。这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性的转变。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此前繁荣兴旺、分布在东部平原低地的鼎文化系统的全面衰落。这一过

程实际上始于龙山－二里头时代，期间原本更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渐次衰落，与中原

的相对兴盛形成鲜明对照 〔１〕。另需指出的是，尽管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因羊、牛、马等大型

家畜和青铜冶金术的先后输入，在我国半月形地带适合饲养这些食草家畜、并广泛使用青铜车马

器和武器的地区，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但受到特定环境中经济发展综合条件的限制，所有这

些边区地带的戎狄族群，其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水平始终都没有达到中原夏商周王朝的高度，反而

受到中原王朝多方面的辐射和影响。此外，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所代

表的古蜀文明 〔２〕，在天府之国优越的环境与农业条件中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综合水平仍难以

比肩中原王朝，且其上层礼制仍要模仿中原。只有到了东周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的衰微和各地诸

侯国的发展，黄河下游、燕辽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才又再次呈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但最终还是统归

于大中原区王朝的统一。

其二，随着资源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强，青铜时代的中原具备了强大的混合型的经济基础

和获取多样化生业资源的优势。

如前所述，中原腹地除了文化上兼有东西两边的特征，经济上也属于粟、稻混作农业区，除了

传统上占优势的小米种植和家猪饲养，龙山到二里头时期，局部区域的水稻和牛羊等食草家畜在

食物结构中的占比都有明显增长。特别是作为夏王朝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占农

作物总数的６０％，其次炭化稻米的出土量占３０．８％，水稻占比之高在中原同时期的遗址中是很

突出的。二里头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按可鉴定标本数，各期平均家猪最多，占出土哺乳动物总数

的近半数；绵羊和黄牛的数量也很多，两者相加平均占哺乳动物总数的３０％多，这在同期的一般

遗址中也不多见 〔３〕。如果按实际权重来计算稻米和牛羊的食物贡献量（稻米和牛的单体重量

都远高于小米和猪），它们各自在动植物食物构成中的占比应该更高。这说明，除了传统的旱地

作物和家畜，在品种增多、环境适宜且有强烈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某些地方会出现较大规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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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种植和牛羊饲养；另一方面还可推测，像二里头这种大型都邑，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种重要资源，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外部的供给。随着环境变迁、社会发展，中原地区在综合性的生产能力

和多种生业资源获取方面，其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并成为夏王朝在此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

商周王朝在大中原接续发展，除了继续经营以粟为主、水稻为辅的农业经济，麦作也有所

增加，而牛、羊以及稍晚引进的马的利用增长显著。特别是到晚商和西周时期，六畜具备，牛、

马这些大型家畜的增长更是惊人的。有证据表明，殷墟晚期单是黄牛对肉食的贡献就已经远

超过了猪 〔１〕。殷墟、周原都发现有规模庞大的制骨作坊 〔２〕，并且已经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都出土了巨量的动物骨骼，其中牛骨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制骨原料，其次是猪、马、羊、狗等。光

是在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三千多平方米发掘区内，出土的骨料就重达３６吨之多 〔３〕。这些都

充分表明，随着国家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原王朝进一步扩大了在生业和手工业生产、财富获取

方面的区位优势，包括大中原区本地多种粮食作物的生产、多种家畜的饲养，以及从周围广大

地区获得更多资源的力度，通过输出产品换取财富的能力，等等。在当时长江流域尚未完全复

苏的背景下，中原也许是唯一具有获得如此多样化丰沛资源优势的地区。

其三，青铜时代的中原还具有全方位获得战略资源的区位优势。

作为地理中心和四方通衢之地，中原腹地获取资源的区位优势不只限于上述作物和家畜

等食物，还包括早期国家建设、发展需要的其他战略资源。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夏商王朝

能从邻近的晋南地区获得充足、稳定的铜、盐资源。近些年在运城地区所做的早期冶金考古调

查 〔４〕和绛县西吴壁遗址的发掘 〔５〕，可证夏和早商时期王朝中心所用的铜料主要来自黄河北

岸的中条山。而作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咸水湖，中条山北侧的运城盐湖也是供给夏和早商王朝

食盐的最重要产地 〔６〕。这两大资源对于支撑夏商王朝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到了

晚商和西周，随着王朝势力的扩张、大中原区需求的增加，两大资源的主要来源分别扩展到了

中原之外的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此外，中原王朝所需的重要资源还应包括玉料、绿松

石、朱砂、木材、漆料、海贝、象牙、丝织品原料等等，或近或远，皆经陆路与水路交通，从四方辐

辏汇聚到中心都邑。

其四，如人们所熟知的，中原地处“天下之中”，容易汇聚四面八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海纳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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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鹏、牛世山、何毓灵、唐锦琼：《晚商都城居民的动物消费：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个案分析》，《中原文
物》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骨器制造作坊遗址试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４期；李志鹏、何毓灵、江雨德：《殷墟
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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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博采众长，经融合和进一步的再创造，不断形成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共同体，并最终成为

推动中华文明趋向一体化的核心力量。这种融合创新优势的形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后的商周时期则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许多研究者认为洛阳盆地及附近地区是其肇兴之地，是在大量吸

收本地龙山期文化包括新砦类型的基础上，同时融合东西南北多种因素而形成 〔１〕。从上层

贵族的礼器看，二里头更是汇聚了四方精华，也更多展现出自己的发明创造。二里头遗址，特

别是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常见精美的铜器、玉石器、陶器和漆器 〔２〕，种类繁多。其中既有来自

龙山时代的晋南、陕北、西北、海岱和本地流传下来的传统，也有许多新出现的事物。尤其是高

端玉器和铜器，比如形制特殊的玉钺、圭、戚璧、戈、柄形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龙形器，特别

是爵、、、鼎等铜容器，都是始于二里头的新发明或再创造。可以看出，在体现贵族地位、权

力和相关礼制的高级物品的制作方面，二里头在吸收、融合许多外来因素的基础上，还展现出

一种超乎寻常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吸收外来技术并经改进、提升，使用复合陶范创作出了标榜

贵族身份的复杂的青铜礼器。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秩序构建

能力的体现。这种高端技术与礼制建设的完美结合，到商周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青

铜文明的一个显著特色。

其五，逐鹿中原的激烈竞争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天下之中”，中原乃“四战之

地”，容易受到周围几大文化区外来族群的冲击；同时，区域内不同集团、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也是复杂多变。区域内外各种势力彼此竞争乃至频繁的战争、冲突应该是常态，而且其剧烈程

度和持久性恐怕也远超其他地区，形成一种“旋涡效应”。这从仰韶晚期以后考古遗存所显示

的武器增多、乱葬坑增加，到龙山时期深沟高垒、城堡林立，以及夏商周之间的交替征服，都能

得到真实的反映。中原既是文化交汇地带，同时也是各种社会势力碰撞、争斗的旋涡中心。从

史前不同时期多种文化的此起彼伏，到青铜时代夏商周的兴亡交替，这个中心在涡流激荡中形

成了一种动态结构。古史传说中属于不同集团的唐尧、虞舜、夏禹在中原大地轮番登场，其实

就是各种竞争加联盟的族群关系的反映。因此，正如笔者以前曾论证过的，从陶寺到二里头，

以及后来的商周，中原早期国家兴起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不同社会集团间激烈的竞争和

战争，由此导致权力的集中、强化和复杂的国家政权的诞生 〔３〕。

青铜时代中原的崛起始于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如前所述，夏王朝经汇聚四方精华、再加

融合创新，创造出了当时独步天下的青铜文明。夏王朝的开创性贡献至关重要，使得中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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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为文明的高地，同时也成为各种势力竞争的旋涡中心，吸引区域内外各强势族群不断参

与到逐鹿中原当中。优胜者如相继而起的商周王朝，又不断把中原文明推向新的高度，并把

“文明高地”扩展到整个大中原。有学者认为，中原最重要的特殊资源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

世界，即争夺知识生产能力和历史解释权是逐鹿中原最具决定性的动力 〔１〕。其实，综合来

看，从青铜时代到其后的历史时期，群雄逐鹿的主要目的，一是中原丰饶的物产和“天下之中”

的区位优势，二是获取“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三是能够占有并享用“文明高地”的优质文明成

果（当然也包括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将自身融入或提升为文明开化之邦。

其六，夏商周时期随着王朝中心统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大中原区东、西两部分能够在生业

资源和其他战略资源、经济与人口、对外关系等方面互相补充、支持，在地缘战略上互相支撑，

从而在剧烈动荡的局面中，反过来又能在黄河中游肥沃的河谷平原地带，拓展出一片相对稳定

的生存空间和“王畿之地”。西周到汉、唐的东西两京制，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这种地缘

优势的充分体现。

商周之际，通过不断分封的外围诸侯国、势力所及的诸“方”盟国或藩属国，逐渐形成了一

个有中心有外围的“天下国家”的圈层结构。这种结构对其后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产生了深远

影响。

六　结　　语

最后对本文进行简单的概括总结，再谈一点有关认识。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整体看，大中原文化区分为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环嵩山地区两个

核心区，此外还包括周边一些关系密切的区域。大中原地处二级向三级阶梯、高原向平原过渡

的地带，西、东两部分在许多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大部分地域为以粟为主、旱稻混作的农

业区，但黄河以北各地稻作占比很少；家畜中龙山时期西、北部黄土地区牛羊数量较多，中原腹

地则较少。新石器时代西、东两部分还分属罐－－鬲和釜－鼎等炊器为代表的两大不同的

文化系统，在房屋建筑和防御设施等方面也有不同形式和风格。到青铜时代，东西两边的文化

面貌、经济结构、聚落形态等方面逐渐趋同，最终实现了大中原的统一。

如果单从陶器为主反映的文化面貌看，好像史前无中原。在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时段里，陕

晋豫邻境地区都是西北部高原区的文化中心，环嵩山地区则是西北高原与东南平原两大文化

系统相交汇的边缘区。然而，以环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即便在受到东部剧烈冲击的时代，

仍同陕晋豫邻境地区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与海岱和黄淮间各时期文化的明显差异

而难以归入东部文化区，其自身又很难独立成区。此外，很重要的是，中原腹地与陕晋豫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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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同为黄河中游环境优良和农业、文化发达的区域，到青铜时代又皆为多种生业经济（农业

与畜牧业）综合开发和多种重要资源汇聚的理想之地，也都是王朝中心所在。故此，多方面考

虑，仍适合将东西两部分合并为同一个大中原文化区。

史前中原可分仰韶、龙山两个大时代观察。仰韶文化是黄土的儿女，从渭河流域到晋南豫

西为其兴起的中心和发达区域，即黄土高原的南缘和东南部河谷沃地，由这一带发展起来之后

向四周传播，其中往西、往北朝黄土高原区扩散最广远。仰韶早、中期的文化中心在陕晋豫邻

境地区，环嵩山的中原腹地属于仰韶文化的边缘区。这个中心到仰韶晚期有所式微，关中西部

到陇东的渭河上游繁荣起来，同时中原腹地也兴旺一时，大中原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心反而

向两端偏移。

东、西两端短时期兴旺后迅速衰落，龙山时代中原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心发生了很大变

化。以诸多特大聚落为代表的真正繁荣发达的区域在晋南的运城到临汾地区，可以说，大中原

区的发展重心又摆动回到了陕晋豫邻境地区，只是其范围好像缩小到了晋南；而渭水流域到黄

河南岸的洛阳－郑州一线都表现平平，至少目前看，上从庙底沟二期文化，下到客省庄文化和

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区，都没有出现像陶寺那样的“超级聚落”。龙山时期的晋南之所以兴旺，

与这一带在生业经济甚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北方化”、贵族精英的礼仪及器用制度等方面的

“东方化”，都有实质关系 〔１〕。从大量牛羊的饲养到鬲等反向传播而来的陶炊器的使用，

陕晋豫邻境地区更多地与北方和西北的黄土高原融为一体，形成了很大的鬲文化圈，而中原腹

地的王湾三期文化更多地融入了鼎文化系统，东西差别变大。

随后的二里头时期，大中原的东、西两部分意外地出现了与此前相反的发展势头，并由此

将中原带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青铜时代。洛阳盆地内的二里头一跃成为夏王朝的首都，中原

腹地从以前的边缘区反转成了大中原的核心区域，陕晋豫邻境地区反而成了夏王朝的附属之

地和边区。紧接其后的商王朝最初也立足于此，随后不断迁都而重心东移，但始终在中原区范

围内。随着西周灭商，局势再次逆转，大中原文化与政治中心又转回到了西部，而且直抵关中

西端。在王朝中心不断东西摆动的过程中，大中原逐渐融合为一个同质化越来越高的整体，最

终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

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成为夏王朝的首都，其后的商周王朝仍要逐鹿中原而定鼎中原。大中

原地区展开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实是在“青铜时代全球化”背景下 〔２〕，中原区位优势开

始突出的表现。西北高原率先开花，但最终收大功、结硕果者却在环境更优良的中原的河谷平

原。此前自西、北而来的牛羊和青铜冶金术在二里头时期扩散到了中原腹地，生根发芽，与本

地原有的旱稻混作的农业种植和家猪饲养相结合，与内地传统的制陶和玉石器制作等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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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生产力，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最终缔造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些新

的生产力、文化和社会又由商人、周人不断发扬光大，于大中原这块沃土上绽放出灿烂的青铜

文明之花，在全球范围内都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

批准号：１９ＺＤＡ２３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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